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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she argued for the centrality of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s well as outlined the 

unique contributions of the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that she 

has pione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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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月枝教授簡介

趙月枝，博士，教授，西蒙弗雷澤大學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加拿

大國家特聘教授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中國傳媒大學教育部長江學

者講座教授。

1965年出生於浙江省縉雲縣，1980年考入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現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1984年畢業，同年考取國家公費留學資格，

派往加拿大學習。1986年開始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傳播系攻讀研

究生學位，並分別於1989年和1996年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97年至

2000年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傳播系任助理教授，2000年9月

重返加拿大母校西蒙弗雷澤大學傳播學院任教。2003年獲西蒙弗雷澤

大學終身教授職位，2004年獲西蒙弗雷澤大學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加

拿大國家特聘教授職位，同時獲加拿大國家創新基金在該校建立全球

媒介監測與分析實驗室並任實驗室主任至今，並分別於2009–2010年和

2011–2013年出任所在傳播學院副院長。2009年起受聘中國傳媒大學教

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2010年應邀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當代馬克思

主義新聞與傳播研究中心兼職學術主任，2013年建立中國傳媒大學傳

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所並出任所長，同年出任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和

中國傳媒大學合辦的國際傳播雙碩士學位項目加方創辦主任，並受聘

成為加拿大國家智庫亞太基金會 (Senior Fellow, 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高級研究員。

趙月枝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傳播理論與社會理論、傳播政治經

濟學、國際傳播、傳播政策、文化產業、傳播技術與社會發展等。除

了在國內多所大學有學術兼職外，她在國外的主要學術兼職包括中華

傳播學會（海外）研究主席（2000–2002），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斯邁思

基金會國際諮詢委員會主席、斯邁思年度講座召集人（2004–2012）、加

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北歐亞洲研究院

（Nordic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名譽研究員，英國倫敦大學全球媒體

與民主研究中心國際學術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趙月枝教授還是英文國

際學術刊物《全球媒體與傳播》（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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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之間的批判傳播研究

主編之一，英文國際學術刊物《亞太事務》（Pacific Affairs）的編委會執

委，以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Javnost，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傳播與

社會學刊》等十多種中外國際學術刊物的編委和美國依利諾伊大學出版

社的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傳播政治經濟

學」譯叢、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批判傳播研究」書系的主編之一。 

ZY：趙月枝

QW：邱林川、王洪喆

QW: 恭喜您獲得國際學界兩項重要獎項
1
。這兩個獎，您都是首位華裔

獲獎者，其中一項您還是首位非英美背景的女性獲獎者。這對您

從事傳播研究有何意義？

ZY: 謝謝。我沒把學術榮譽看得很重，但幾乎同時得到北美批判傳播

學組織UDC和國際傳播學會 ICA的獎，的確驚喜。「斯邁思」獎旨

在獎勵在傳播民主化理論與實踐方面有貢獻的學者。「貝克」獎也

是獎勵在媒體、市場、和民主研究方面有建樹者。兩者都聚焦傳

播和民主，這也恰是我最核心的研究。在此問題上，我從研究西

方和全球層面開始，而後研究中國。理論上，我努力超越把中西

方割裂開的東方主義和冷戰思維，對把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當作「歷

史終結」的線性史觀存疑。研究方法上，我力圖尊重現實的多重

性和多面性，分析和理解那些被庫恩稱為能挑戰現有範式的「非

常規」現象，即那些沒被看見、被人視而不見、或刻意遮蔽的現

象。

  在對北美的研究中，我與Hackett合著的《維繫民主？新聞客

觀性與西方政治》分析了西方自由主義媒體理論和以客觀性為核

心的新聞專業主義所面臨的侷限和危機。在全球傳播研究中，我

們的《民主化全球傳播：一個世界，多種鬥爭》，不僅繼承了當年

國際傳播新秩序運動的著名願景《一個世界，多種聲音》，且強調

民主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它在多場域以不同形式展開，

如交響樂同一主題的多重合奏與變奏。在研究中國時，我直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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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革命史及其激進民主實踐，並從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傳播的視

角，批判分析中國媒體市場化與民主化的關係。雖然兩個獎是給

我個人的，但也是給所有敢於挑戰西方自由主義傳播與民主理論

框架、所有關照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複雜性和多重性的傳播學者。

QW: 能談談您與斯邁思的淵源嗎？您在加拿大留學時是否接觸過他？

什麼力量推動您從事傳播政治經學研究？

ZY: 我跟斯邁思的學術關係有偶然也有必然。1984年我考上了國家公

派留學去加拿大。當時美國主流傳播學已經引進，但不了解加拿

大。因多倫多大學等加拿大知名學府沒有傳播學課程，我曾要求

主管部門改派美國，但被拒。我於是選擇了從未聽過的西蒙弗雷

澤大學 (Simon Fraser University)，因其設有傳播學博士課程。不

想這就是斯邁思創立的加拿大最有國際影響的傳播研究重鎮。不

過當時，斯邁思已退休，只教本科生課。當我向一位來自中國大

陸的學姐請教，應該跟哪些教授學習時，她警告我遠離斯邁思，

「因為他是左派，對中國有錯誤觀點」。不久，斯邁思請我吃午

餐，並把他那篇有關中國的〈自行車之後，要什麼？〉2 給了我，

從而強化了我有關中國發展和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前景的問題意識。

  當時，冷戰即將結束，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崛起。在傳

播學界，文化研究是熱門，政治經濟學在西蒙弗雷澤有些青黃不

接，沒人開政治經濟學研究生課程。但我旁聽了斯邁思為本科生

開的國際傳播政治經濟學課。後來，等我博士課程學分修滿後，

終於有位教授開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生課程，我又旁聽了這門

課。實際上，我在西蒙弗雷澤接受的是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和

批判技術哲學相互關聯、不可分割的批判傳播研究理論傳統。直

到我到加州任教，才有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科身份」認同。不

過，為了避免政治敏感，也考慮到政治經濟學的廣泛內涵，傳播

政治經濟學在加大聖地亞哥分校傳播系被稱為「傳播作為社會力

量」（Communication as Social Force）。這使我明白，任何學科名

稱有其特定內涵和必要性，但也有其侷限。具體研究中，學科邊

界必需打破，進行「跨界」研究。所以，我不是主動「選擇」政治經

濟學，而是在中國大學積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加上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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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求學和任教經歷，「自然而然」走上了這條路。

QW: 能否談下您的家庭背景和求學經歷？這些經歷與您的問題意識有

何關聯？

ZY: 我出身農民這一中國最廣大、最底層、最沒話語權的社會階層。

這點在我的《傳播與社會》（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序言中已

有討論。家庭背景與我的問題意識不無關係，但我反對成分決定

論和階級標籤。第一，我希望這是一個不帶階級偏見、即不把對

方「他者」化的前提下提出來討論的問題；否則就成了來自底層的

學者，其問題意識與家庭背景有關，也即是特殊的，而來自上層

社會或「中產階級」家庭的學者就可以免談這個問題，進而假定其

學術是「客觀」和「普世」的。如果因為我是農民出身，就有了平等

的問題意識，那總不能說，因為別人來自上層社會，就自然有了

維護不平等社會關係的立場吧。第二，在改革開放語境下，我們

熟知1980年代的「傷痕文學」敘事：由於某人是被整的官員、知識

分子、和解放前屬於統治階級的家庭背景，因此「反右」和「文革」

中無法上高中和大學，所以有了反思制度的問題意識等。問題不

在這些個體經歷是否真實，而在於，當這一佔社會少數人口的敘

事成為「主流」甚至唯一敘事時，就遮蔽了現實的另一面：難道那

上億的工農子女因為家庭階級成分好，就都通過工農兵學員制度

上了高中和大學嗎？這是不是也應該成為問題意識之一呢？

  我出身農民，但我差點沒資格參加高中入學考試。不是因為

我階級身份不好，而是因為當時上高中機會有限，村中權力階層

把名額留給了自己子女。這使我不會把階級概念本質化和標籤

化，而是注重權力的概念，並在具體和動態的社會歷史關係中分

析權力運作。我能升學是有正義感的老師為我抗爭的結果，這使

我體認到社會抗爭和下層自我賦權的問題意識。我的高考成績明

明可以報北京大學，但我自己、家庭和老師缺乏布爾迪厄所論的

「文化資本」，僅因為我沒有英語成績，就不敢把北大填作第一志

願。雖然學了新聞，當時內向的性格和在大學裏的農村生身份又

使我認為自己不適合當記者。做學問成了我通過高考跨越城鄉鴻

溝後融入城市的自我選擇。所有這些都使我對布爾迪厄聚焦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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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再生產問題有刻骨銘心的理解。而去加拿大留學，意味着社會

主義和資本主義、東方和西方、中心和邊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

國家的關係、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關係等都成了我必須面對的

問題。

  同時，部分由於自己的女性和華人身份，性別關係和種族關

係的問題意識逐漸在我的學術中得到強化。當然，城鄉關係的問

題意識始終讓我很糾結，儘管這一問題在西方傳播學術，包括批

判學術中很邊緣，甚至是盲點。最近，由於深化的環境危機和一

個研究中國環境傳播政策的機會，我的生態問題意識得到了強

化。但神奇的是，離開農村和離開中國去西方求學之路又在二十

多年後最終把我引回我的農村老家做研究。

QW: 當下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有正負兩種截然對立的評價。作為切身

經歷過毛時代和後毛時代的傳播學者，您如何看待中國革命史和

毛主義？它們對中國媒體研究有何啟示？

ZY: 如果從「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這個最粗線條的

歷史唯物主義角度來分析，如果接受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在

一定程度上恢復了1949年前被推翻的階級社會結構這一前提，如

果我們進一步接受馬克思主義有關意識形態的階級性的基本立

場，那麼，當下對中國革命有兩種評價就不足為奇，而是理所當

然的了。要在中國重新建立西方跨國資本、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和地主階級的統治，就必然要否定中國革命史和毛澤東時代。

  在對中國革命的立場上，我欣賞兩位美國學者的評價。一個

是哈佛知名學者、我的Communication in China一書主編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的觀點：如果美國革命給了美國人自由，古巴革

命給了古巴人民免費醫療等社會福利，那麼，中國革命則致力於

把人的尊嚴帶給底層社會的人們，而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3 另一位美國學者邁斯奈（Maurice Meisner）則從民生角度認

為，很少有像中國革命那樣如此大幅度地改善了這麼多民眾生活

的世界史事件（“few events in world history have done more to 

better the lives of more people”）。4
 事實上，改革開放成果部分來

自於作為中國革命遺產的土地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紅利」，包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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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基礎教育和普遍醫療的高質量勞動力。 

  儘管革命是血腥的，革命後果也不一定光明，但革命不會因

此就不發生。正如毛澤東所說：「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而革命的暴烈程度與統治者的壓迫程度有一定聯繫。

  當然，討論歷史是為了決定未來方向。這個問題對今天媒體

研究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最可怕的是傳播研究中「去

政治化」的政治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的「集體政治無意識」，

即把西方反共意識形態內化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把美國冷戰時代

的傳播學當作「客觀」的社會科學，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關市

場和國家的一系列假設及其政治目標——建立資產階級憲政理想

國和與之匹配、但被隱去了其（資產）階級性質的、事實上也只是

個「歷史範疇」的「公共領域」——當作規範性研究前提。

QW: 為何「重返階級」？當代媒體研究應如何在這方面展開？

ZY: 我曾在許多英文著作中討論這個問題，中文討論可見2012年的一

篇文章。5 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的歷史悖論是：毛澤東時代社會階級

分化不那麼嚴重，可在意識形態和學術領域，階級分析是「政治

正確」的框架；改革開放時代，官方有意壓制階級話語，談階級

成了「政治不正確」，而正是在此語境下，階級分化却在加深。同

時，階級分析這一批判武器被學界放棄。今天的學者要直面階級

分化的社會現實，就必須「重返階級」，儘管可能被汙名化。不過

要強調的是，就像毛澤東當年對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分析，目的不

是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為了決定革命方向、道路和主體力量一

樣，我們今天重構「階級分析」，是為了在新的歷史實踐中推動建

設性的批判傳播研究發展，以通過相應的媒體改革政策和媒體實

踐來挑戰社會不平等、緩和進而消除階級壓迫和剝削。

  但「階級」概念非常複雜，需要細緻地從理論到實證進行研

究。馬克思經典裏，階級有客觀和主觀層面，即「自在」和「自為」

的層面。客觀是指某社會集團在一定的生產方式中佔有生產資料

的狀况。資本主義社會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被分為兩大客觀

存在的階級。但該社會集團產生階級意識，從「自在」向「自為」轉

變，又是個主觀的過程，也就是在具體社會歷史過程中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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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過程，而傳播在此過程中的作用最為關鍵。這是階級分析

的一般的框架，但放在中國今天的語境下，它就非常複雜。

  首先，在當下的世界體系中，階級（class）總與「民族」（nation）

有一定互構關係。歷史上，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邊緣位

置決定了整個中華民族做為被壓迫民族的「階級」地位和以「民族

獨立」為主要訴求的中國革命的合法性。今天中國還處在不平等

的國際地位中，整個民族的「階級」地位沒有根本改變；同時隨着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整合，階級的「跨國性」

凸顯。西方有學者不僅發展了「跨國資產階級」概念，6 且認為，

跨國資產階級掌控媒體和學術，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自為」的階級

意識，而「跨國工人階級」則基本處於「自在」狀態。因此今天進行

階級分析，就應研究在「中國崛起」和（社會）「底層塌陷」語境下

的階級和民族國家關係，包括傳播在其中的作用。

  其次，由於農耕社會傳統，中國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在世界史

上屬罕見，不是靠馬克思經典就能正確解決。歷史上，是毛澤東

對農民階級的分析和把中國農民鍛造為革命階級主體的實踐使中

國革命挑戰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工

農聯盟」定義為自己的階級基礎。對中國來說，如果階級問題在

外部與民族國家問題有密切關係，那麼它在內部與城鄉關係問題

就密不可分。正如我和呂新雨在我們的訪談中討論的那樣，面對

城市化、工業化，面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政經、社會、文化和生

態危機，重新認識後革命中國社會的農民階級及其主體性，並在

構建良性城鄉關係的框架下討論實現新工農聯盟的可能性，不僅

對中國，而且對世界有深遠意義。7 這需要我們不但批判傳統馬克

思主義在農民問題上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東方主義，而且要全面反

思和批判作為美國主流傳播學理論基礎的現代化理論，尤其是把

農民等同於愚昧和把「傳統社會」等同於「落後」的線性史觀。

  再次，階級問題與社會性別以及少數族裔和地域問題有複雜

的重叠交叉關係。在改革時代的中國，階級分化與性別不平等同

時加深，相互影響，從「女性優先」下崗到「世界工廠」的打工妹，

從農村留守婦女到性工作者，從邊遠地區被拐買的女性再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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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象，無不展示出性別壓迫與階級壓迫是如何叠加在一起的。

同時，階級矛盾常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現，全球化又使民族問題

與跨國階級構建糾結在一起。用哈維 8 的概念，國家一邊按「市場

邏輯」吸納海外「炎黃子孫」的金融和人力資本，一邊按「地域邏輯」

打擊境內外的「藏獨」、「疆獨」勢力。

  最後，最重要的是，當下中國社會的「後革命」性質和某些

「後現代 /後工業」特性為在研究中「重返階級」造成了政治和意識

形態上的障礙，但也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和歷史遺產以及生動的現

實資源。由於革命遺產的存在，階級分析框架的批判性在中國非

同一般。比如大家清楚，在一個推翻了「官僚資產階級」、「買辦

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後革命社會，重提這些階級或階層的

「新生」和媒體在這些階級形成過程中的角色意味着什麼樣的批判

力度和對政權合法性衝擊？相反，在一個官方意識形態並未放棄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不談馬克思意義上的階級，而大談韋伯意義

上的「中產階級」又意味着什麼？又如「農民工」階層，更是中國社

會特有的現象，也是當下傳播與階級分析焦點問題之一。同時，

信息、文化和媒體產業作為「後現代 /後工業」經濟中的支柱產業

又使這些領域同時有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經濟基礎」和「上

層建築」的雙重屬性，在階級形成的客觀與主觀過程中同時起作

用。「知本家」們的經濟和意識形態角色正是這種現象的集中體

現。也正因此，「重返階級」在傳播領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

要、敏感和具有挑戰性。

QW: 您也開始介入三農問題和「新鄉土主義」的討論。為何傳播研究在

三農議題上長期「缺席」？傳播學的介入可為三農議題帶來哪些新

的可能？

ZY: 中國傳播研究在三農議題上長期缺席，與其西方中心主義偏向有

關，與傳播產業商業化進而強化城市中心主義有關，也與國家總

體發展政策的偏頗相輔相成。這也是從西方引進的傳播學脫離中

國社會實際的重要表現之一。首先是理論範式問題。我在《學刊》

第12期訪談呂新雨教授時提到，農民與鄉村社會是美國主流傳播

學中「傳播與發展」範式的主要研究議題。受其影響，中國也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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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傳播與農村現代化問題的研究，不過基本只在美國的現代化

理論框架內進行，把農民當作既定現代化價值的改造對象和現代

傳播技術的推廣對象。然而，這種理論框架來自冷戰意識形態，

這種研究不僅不能解決三農問題，且與其所依附的現代化理論一

樣，成了產生問題的根源之一。同時，批判學派在中國流傳過程

中更是複製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城市中心主義偏頗，在農民問題

上幾乎是盲點。另外，中國傳播研究日益依附媒體產業，也造成

忽視三農。研究視角的問題更與傳播研究者的主體性和「階級意

識」有關：在告別了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之後，中國傳播學「主流」

遠離「三農」，這很自然。畢竟，不管是西方現代化的框架還是西

方馬克思主義的框架，農民作為一個階級是要被消滅的。

  然而如呂新雨所說，從1920、1930年代的共產黨人與晏陽

初、梁漱溟等鄉村建設派到今天重新出現一批做鄉村運動的知識

分子，例如溫鐵軍，不同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都有「到農村去」的歷

史動機。9 傳播領域的知識分子也不例外。隨着中國傳播研究走向

成熟，三農議題會更顯重要。傳播學者可以在現代農民的主體

性、媒體和文化在農村社會轉型中的地位和作用、鄉土文化和農

耕文明的生命力、傳統知識的意義及其創新和傳播等問題的研究

中，作出應有貢獻。

  我自己對三農問題的認識也有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最先在博

士論文中批判媒體商業化導致忽視農村，後分析電信普遍服務和

「村村通」工程，再到引用黃宗智觀點指出西方「公共領域」和「市

民社會」概念對中國「鄉土社會」研究的侷限性，最後在2009年把

在傳媒大學的長江學者項目定為「傳播、文化、與中國的城鄉協

調發展」。

  對我來說，從城鄉關係視野來研究當下中國傳播，不再是由

於農民出身所「自然」產生的問題意識，不是知識分子面對「底層」

的悲天憫人、甚至是居高臨下的同情和「關懷」，也不僅僅是寄託

「鄉愁」，而是事關中國發展道路的最基本的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

和中國文化研究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歷史邏輯、理論邏

輯、價值理性和情感理性是一致的。回到前面的階級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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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事關當下中國主導階級是把西方資產階級當摹本，把中國型

塑為實現本階級利益的向外擴張型的資產階級國家，還是在新形

勢下，尋找「工農聯盟」和「城鄉互助」新形式、從而真正走出一條

社會主義道路的大是大非問題。在理論層面，也有學者已經指

出，對農民的主體性和他們作為直接生產者的重新認識，有利於

糾正馬克思主義中的東方主義和產業工人中心主義傾向。

QW: 為何您近年提出「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相較於傳統分析框架，「跨文化」概

念有何增值（added value）？

ZY: 本期《學刊》正好發表我的相關文章，所以只做點補充。「跨文化

政治經濟學」概念由我和當年在加州的印度裔同事葆拉．查克里

巴蒂在2008年合編的Global Communications: 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一書中初次提出。不過對「跨文化政治經濟學」

這一翻譯我始終不滿意。我們創此概念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是

認識到了西方，主要是英美傳播政治經濟學在理論和方法上的侷

限，尤其是其在研究非西方國家和西方內部的種族、性別問題上

的侷限，從而希望豐富和修正現有的傳播政治經濟學。

  我們合作還有學術政治的原因：我比葆拉早一年到加大聖地

亞哥分校工作。這是批判傳播研究的重鎮，能連續兩年聘任兩位

少數族裔女學者，也是這個系在學術政治上踐行批判立場的體

現。但是，系裏為我們分別指定的帶我們的兩位老資格同事有間

隙，所以葆拉來了以後，我跟她談的第一點就是，作為有「第三

世界」情結的學者，我們不能「再生產」各自「導師」之間的間隙。

在此基礎上我們蘊釀合作，且在項目開始我就以姓中以「Z」開頭

的身份主動提議，我們的合作成果以字母順序署名。在編書過程

中，我們還確立了一個原則：不是慕名找學者，而是找正在對非

西方國家和西方國家內部被邊緣化的傳播問題有實證研究的青年

學者。結果我們當時的作者中，沒有一人有副教授以上職稱。

  講這一背景，是為從一個側面回答此框架有何「增值」：對我

來說，「跨文化」意味着新的全球傳播知識生產的理念和機制，這

是一種在現有知識生產框架內盡可能包含國際主義團結、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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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基於「第三世界」或「南方」（也包括「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

界」、或「北方」中的「南方」）視野的知識。當然這不意味着我們

只研究非西方現象，而是從徹底的反帝和反霸權的視野關注全球

傳播，比如「反恐」戰爭中，北美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框架是如何被

調用起來以「拯救阿富汗婦女」的名義為帝國目標服務的。相對過

去「西方理論、其它地方提供案例和經驗」的套路，我們不把「理

論」和「案例」分開，而是追求理論與實證案例結合的研究。所以

我們書中每篇都既有理論意義，又有扎實實證研究。再者，我們

有意在批判框架下追求政治經濟分析和文化研究的結合。第四，

相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對階級問題的側重，我們強調民族國家、種

族、性別等層面的問題，並且強調這些因素間的複雜關係。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我們強調歷史的開放性、現實的多

重可能性，尤其是不同政治經濟和文化形式在碰撞的過程中產生

新的、解放性的文化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批判「文化帝

國主義」的同時，我們不但強調被壓迫民眾的抵抗能力及其在抗

爭過程中產生新文化和生活形式的可能性，而且強調這些抵抗甚

至對抗性的文化形式對帝國中心的文化轉型意義，而這正是

“transcultural”中“trans”這一詞根的“transformation”意義。

  最後這點有點抽象，因為我們要不把自己定位為「受害者」，

要不想像自己是「接軌者」或「追趕者」。融入國際社會是中國許多

學者的目標。但我們忽略了自己改造世界和書寫歷史的能力。回

到關於中國革命的討論，除了對國內的意義外，中國革命和後續

的抗美援朝等歷史事件還激勵了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民族獨

立運動，甚至激勵了第一世界內部下層民眾和進步社會力量為平

等和公正而進行抗爭，包括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從這個意義上

把“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翻成「文化轉

型傳播政治經濟學」也許更貼切，但可能太拗口。總之，挑戰歷

史終結論，挑戰西方中心主義知識、強調中心和邊緣的互構關係

和下層 /邊緣國家、民族、階級、種族的主體性是我們這個框架所

強調的。至於是「學」還是「研究」，這在中文語境裏好像很重要，

但在英文裏基本沒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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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 您不久前在傳媒大學組織工作坊譯介《馬克思回來了》特刊
10
。完

整地將外國傳播學期刊的一整期譯為中文，在華語傳播學界可能

是首創。為何這麼做？

ZY: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馬克思（又一次）復活了，有關「共產主

義」理論的書出了好幾本，傳播學也不例外，出版了《馬克思回來

了》特刊（Triple C Special Issue: Marx is Back, 2012）。我曾被邀請

投稿，但放棄了。這本專刊有近30位學者討論馬克思原著中的思

想對今天傳播研究有何意義，其中沒有任何華人學者的貢獻。但

中國可是宣稱並力圖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學的國度啊！看着

我在加拿大的博士生拿着政府獎學金辦《資本論》讀書組，而許多

來自中國的學生和學者則不知「自在」和「自為」階級，我很有感慨。

   選擇這一特刊做翻譯工作坊，一來為了重新介紹馬克思，也

想向國內批判地介紹西方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前沿。更重要的動

機是基本學術訓練和文獻述評能力的培養：讓年青學者從一字一

句的翻譯工作中得到嚴謹的學術邏輯涵化，並通過工作坊交流精

讀和翻譯體會，而後寫出「導讀」文字與譯文一起發表。在操作過

程中，我們強調學術梯隊的作用：由最年輕的學者，主要是博士

生，做最初的翻譯，由資深點的青年教師做校譯。另外，由於這

本特刊的一些文章作者不是什麼「大師」，而是普通的博士生——

包括我在加拿大的博士生，我們希望翻譯過程也是一個對西方學

術從仰視到平視的過程。

  總之，這個工作坊是與「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術立場一

致的有「學術文化轉型」取向的學術實踐。我們重視內容，也重視

知識生產形式的創新和新的學術文化的培育。這是我建立的中國

傳媒大學「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所」和由呂新雨教授主要負責、我也

參與其建立的復旦大學「當代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研究中心」以及

臺灣馮建三教授的合作項目。我們既沒有把年輕學者，尤其是學

生，簡單地當作學術翻譯的勞動力，也沒有像有人批評的那樣，

不加批判、甚至不合時宜地引入西方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相

反，我們特別要求每位導讀寫作者就文章中可能有的西方中心主

義問題和對中國的相關性問題提出看法。所以，這個「譯站」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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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大家知識旅程中加油充電的「驛站」。這期專刊是我們的「傳

播譯站」項目的初次實踐，我們正在總結經驗教訓，做第二個翻

譯工作坊的工作。

QW: 斯邁思在〈自行車之後，要什麼？〉中提出：「今日資本主義的運

作仰仗於對資本主義消費關係的發展」
11
。而您在斯邁思獎領獎發

言時說：「只有生態社會主義（Ecological Socialism）才能拯救中國

和世界」。生態社會主義或曰生態馬克思主義，跟傳統馬克思主義

相比有何不同？

ZY: 這正是2013年第12期的美國《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雜誌討

論的問題。當然它跟什麼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有關。就我而言，

兒時有對農村生態和非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記憶，雖然那並非一

個未被破壞的伊甸園。大學時代，我不僅讀了馬克思早期著作中

有關人和自然關係的論述，而且讀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留

學期間，我接觸了斯邁思對消費資本主義的批判，還深受當時系

裏另一位批判傳播學者威廉雷思（William Leiss）的影響。他是馬爾

庫塞的學生，我剛到溫哥華不久就讀了他的《主宰自然》（Domination  

of Nature）一書，其內容是關於西方現代性和資本主義對自然的統

治。所以對我來說，生態社會主義或生態馬克思主義一直是個自

然而然的知識框架，儘管這兩個詞的流行是過去十多年的事。

  按《每月評論》主編福斯特（John B. Foster）的分析，12 在西方

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馬克思的辯證法只被用到社會領域，沒用到

人和自然的關係中去，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被認為是錯誤的。

這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往往把馬克思與恩格斯分開、西方馬克思

主義與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相區別的重點之一。但

過去十幾年來，部分由於全球生態危機加深，不但馬克思關於生

態問題的分析被重新發現，且如福斯特強調，西方馬克思主義傳

統中把馬克思的辯證法只用於社會分析並拋棄恩格斯的自然辯證

法，是有問題的。至於在中國，當「科學社會主義」變成「社會主

義初級階段理論」，後者又實際上變成資本主義「補課論」，且中

國在實際發展道路中以生態為代價成為世界工廠的時候，中國的

發展就與任何意義上的生態社會主義南轅北撤了。可喜的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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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理論已把生態問題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於傳播在維繫消費

主義意識形態中的核心地位，也由於媒體和傳播體系本身也是高

耗能和產生高汙染電子垃圾的產業，生態視角從來沒這麼重要過。

QW: 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對社會議題的介入相比，傳播學在重大社會

問題討論中經常「缺席」或「失語」。這種狀况應如何改善？

ZY: 這是個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也是個不可能一下子解決的問題。畢

竟，傳播是門年輕學科。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想應是去媒介中

心主義，跳出傳播研究傳播。第二，重新思想解放，別讓新自由

主義意識形態侷限自己的學術想像力。由於特殊原因，新聞傳播

領域好像比其他的人文社科領域更受「國家對社會」，「自由對控

制」等簡單二元論框架的禁錮；第三，象呂新雨所強調的13，我們

應反思社會科學的方法論，重構學術倫理，深入社會和民間，發

現真問題，做接地氣的研究。

  我在2009年寫過中國傳播研究轉型的五個“R”或5個「重

新」，即「重新根植於歷史」，「重新嵌入社會」，「重新定義主體」，

「重新關照意義與社區」，「重新發現烏托邦」。14
 在《傳播與社會》

最後一章，我也就如何開拓中國傳播研究新理論想像提出了一些

思路，15 在此就不重複了。

QW: 如何看待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您在國內已從事了多年

的相關研究與教學實踐。今年又在中國傳媒大學創立了傳播政治

經濟學研究所，還有2013秋季開始的西蒙弗雷澤大學和中國傳媒

大學國際傳播雙碩士學位項目。對該研究領域的未來您怎麼看？

ZY: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處於既傳統又前沿、名為「主流」實則非常

邊緣的境地。由於官方未拋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也由於當下

的意識形態分歧，傳播政治經濟學往往因其馬克思主義理論淵源

而被認為是迎合官方，遭到汙名化，雖然做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馬

克思主義和作為批判學術的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回事。也有學者尚

未充分理解傳播政治經濟學及其內部的豐富性，就草率地下結

論，強調其「整體」的弊端——只批市場，不批國家、只研究宏

觀，不研究微觀、只重結構，不重主體性等等、甚至扣上「莫須

有」的陰謀論帽子。還有學者按本質主義的東西方二元邏輯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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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西方」的「新」理論而認為不適合中國。當然，傳播政治經

濟學作為一個學術傳統，本身有其歷史和文化的侷限性，而它在

中國傳播過程中的臉譜化問題和一些學者的浮躁更強化了其侷限

性。最後，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抵觸，由於官方的「鄧三科」教育

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的教育，也更由於馬克思主

義在事實上的邊緣化，在中國講述傳播政治經濟學也會碰到許多

基礎理論知識薄弱的問題。

  不過，從我在國內講學的經歷來看，不但傳播政治經濟學有

發展空間，而且近幾年的情况令我振奮。我感謝那些給我講學空

間的學術同仁，更感謝那些敢於衝破意識形態牢籠的青年學子。

傳播政治經濟學不是萬能，但沒有它而去研究傳播，正如麥克切

斯尼所說，就象帶着手套彈鋼琴。傳播政治經濟學是一套理論，

一種方法論。它更是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相關的開放性學術實

踐。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前景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前景相輔相

成，而關鍵在於青年，在於該理論能否在他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過程中有意義。

  我很幸運，不但有機會在中國傳媒大學建立傳播政治經濟學

研究所，而且成功開辦了中加雙學位碩士班，使我能在教學中實

踐我的「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理念。我在實踐中碰到過各種問

題，但從未有過如此令我滿意的教學經歷：這是真正的跨文化

（transcultural）體驗。

QW: 最後，您對有志從事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青年學者有何建議？

學術真能改變世界嗎？

ZY: 走自己的路，得出自己的判斷，讓人家說去吧。不要太功利，不

要機關算盡，不要只知道一點皮毛就高舉起傳播政治經濟學旗

幟，也不要還沒找導師商量就認為他（她）會反對你走上傳播政治

經濟學研究的道路。當然，絕對不能好高婺遠，如果真有興趣，

就從加入我們的下一個「傳播譯站」工作坊開始吧。

  至於最後一個問題，就象我在十多年前的一個學術訪談中說

過的那樣，我堅信學者有秉承社會良知，展示思想力量的天職。

QW: 感謝您與我們學刊的讀者分享您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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